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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中國市民社會的發展以及民意表達機制的開拓，我們

越來越多地看到底層民意對於政府決策和政府行為的影響。其

中一個重要的現象是，一些由 NGO 和城市民眾推動的民間議

題，經過在媒體平臺上的發酵，逐漸被納入政府議程之中。本

文運用媒體與公共政策研究的一系列理論概念，對這個表達機

制的運作方式進行分析，說明了民間聲音發展成為政策議題的

過程，並揭示出，雖然一個成熟的市民社會尚未在當代中國形

成，但是社會組織和社會民眾已經通過某些媒體議題形成公共

表達，並與國家發生互動。本文將這一表達機制稱為“媒體市

民社會＂，它所強調的是一種基於媒體平臺的社會與國家互動

的方式，這也是一種與西方社會不同的、帶有中國特色的市民

社會實踐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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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市民社會議程的出現 

通常來說，社會民眾對公共政策的意見表達，可以分為直接管道和

間接管道。間接管道指民眾通過正式管道（例如選舉）與非正式管道（

透過政黨、利益集團和大眾媒體）等方式進行表達；直接管道則包括投

書、遊說、請願、遊行示威，以及座談會、聽證會、民意調查和公民投

票等方式（余致力，2002；轉引自廖述銘，2002）。 

在傳統的中國政治架構中，以上的社會民意表達機制並非完全暢

通，而一個公共政策的出臺通常也是政治精英安排的結果。但近年來，

隨著中國市民社會的發展以及民意表達機制的開拓，我們越來越多地看

到底層民意對於政府決策和政府行為的影響。其中一個重要的現象是，

一些由 NGO 和城市民眾推動的議題，經過在媒體平臺上的發酵，逐漸

被納入政府議程之中。比如 NGO 推動的「反對怒江建壩議題」、「反

對圓明園鋪設防滲膜議題」、「反對乙肝歧視議題」等，城市民眾推動

的議題則包括「反對上海磁懸浮列車」、「反對廈門 PX 項目」等。這

些議題在環境保護、社區發展、婦女解放、愛滋病救助等領域的密集出

現，說明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互動方式正在發生調整，一些新的民意

表達機制和公共參與機制也在形成之中。這些市民社會議程，與「可持

續發展」、「善治」以及「以人為本」等國家發展戰略有著高度的默

契。 

本文所關注的正是這一媒體平臺上的市民社會力量。通過對一系列

環保 NGO 議題的研究，本文希望回答如下問題：在現有的制度背景

下，一個由民眾和社會組織發出的聲音，如何進入媒體平臺，並最終影

響了政府決策？在其中，媒體如何進行新聞生產，形成民意塑造，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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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為政府的政策體系所容納？這樣一種基於媒體平臺的社會與國家之

間的互動，意味著什麼樣的潛力，又有什麼限制？通過對於這些問題的

回答，我的研究也希望對於理解當代中國傳媒影響公共政策的現實，及

其在當代中國社會條件下持續存在的可能性提出思考。 

本文將這樣一種基於媒體平臺之上的社會組織／社會民眾與國家之

間的互動機制稱為「媒體市民社會」，它強調的是，社會組織／社會民

眾通過媒體建構議題（building agenda），或者民眾的聲音經由媒體的

焦點事件（focusing event）凝聚而成，進而將民意傳遞至國家機關，並

對政策議程（policy agenda）產生影響。我們認為，這一媒體平臺上的

市民社會力量，正在成為當代中國一種重要的政治參與的管道，它賦予

了公眾表達以一定程度的合法性，也推動政府的善治運動。 

本文的內容安排，圍繞「媒體市民社會」這一理論假設展開。我們

將首先回顧相關文獻，接著梳理環境 NGO 發展過程中的一系列重要議

題，說明本文的個案選擇和研究方法，並進一步論述「媒體市民社會」

的運作機制、政治潛力以及限制。 

貳、傳播視角中的國家與社會關係變遷 

學術界使用「市民社會」這一概念關注中國問題，大概可以追溯到

1990 年代初。一個標誌性的時間是，1993 年 Modern China（《當代中

國》）雜誌第 19 期刊登了一系列討論中國市民社會和公共領域的文

章，作者包括了黃宗智、羅威廉等六位國際著名學者。這些學者使用了

「市民社會」這一分析框架，從而理解近代中國城市中興起的不受國家

干涉的自治活動，並認為這是中國市民社會的雛形。這一關於「中國市

民社會」的論辯，對於國內學術界產生了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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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關鍵節點的前後，很多國內學者也從同一理論框架出發，關

注中國是否存在一個具有自主性的市民社會（鄧正來、景躍進，1992；

張靜，1998）。1 這些注重民間社會自生力量的學者認為，傳統對於中

國社會的制度變遷的研究，過於強調由上至下（top-down）的動員模

式，而對於來自於社會的由下向上（down-up）的改革動力關注不足，

於是他們從各個學科的角度觀察市民社會在中國的發展邏輯。比如鄧正

來（2000）通過對北京三個民營書店的空間拓展過程的研究，指出這個

過程雖然沒有體制轉換的衝突，但其本身卻是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互

動所導致的「未意圖擴展」的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這一

學術探討的熱潮，推動「小政府—大社會」成為了主流的改革話語，這

也產生社會變動的結果：在同一時期，草根 NGO 開始迎來了一個快速

發展的階段。 

這些研究奠定了本文展開的邏輯起點，即關注中國社會的自治性力

量的興起過程。但目前看來，現有研究也存在著一些不足：首先，這些

研究大多缺乏操作性或者觀察性概念，因而無法揭示中國市民社會的生

長與實踐機制。其次，學者們大多傾向於認為，形成中的中國市民社會

應當是「被動」與「非對抗性」的，以此求得政府的容忍，但是在本文

所觀察的環保 NGO 議題中，社會組織／社會民眾並不完全被動地局限

於國家設定的制度安排，而是主動地利用媒體作為政治表達的資源，形

成對於企業甚至政府的壓力，並宣導政策的出臺。因此我們注意到一個

活躍、甚至具有一定對抗性的市民社會形態正在出現。再其次，過去對

於市民社會的研究，更多強調了社會組織／社會民眾的資源動員能力和

自組織能力等，但是對於由它們推動的表達政治，卻關注較少。 

本文還是使用了市民社會這個框架，但為了從傳播的視角說明中國

市民社會與國家互動的實踐邏輯，我們的研究策略是：運用媒體與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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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的一系列理論概念，從而「描述」民間聲音是如何經由媒體平

臺而輸入政治體系當中，並促使決策者調整政策議程的；在其間，議題

倡議者如何把握政治機會，通過各種媒體策略爭取社會普遍的關注，從

而打開「政策窗」（policy window）（Kingdon, 1995）。 

事實上，對於媒體與公共政策關係的研究，一再證明媒體對於政府

決策有相當的影響力，媒體将民眾訴求輸入（input）至政治體系之中，

它為民眾參與公共活動提供了平台和機會，也能對政府形成政策壓力 

（Kingdon, 1995; Cobb & Elder, 1975；轉引自王紹光，2008）。因此，

運用這一領域的理論概念，對中國市民社會議程的發展進行帶有理論指

向的描述，可能豐富我們對於中國市民社會發展的動力機制、機會和限

制的理解。 

參、環保 NGO 議題梳理與個案選擇 

如上所說，本文以環保 NGO 推動的議題為例，說明「媒體市民社

會」的運作機制，這是一個非常活躍的社會議題領域。1994 年「自然

之友」在北京註冊，標誌著中國草根環保 NGO 開始取得發展並逐步進

入一個發展的加速時期。一開始，這些草根組織往往採取論壇、講座、

社區教育等非對抗性的活動方式，以提高民眾的環保意識，推動國家的

可持續發展。但隨著環保問題日益獲得社會關注以及 NGO 自身的逐步

發展，它們推動了一系列體現公民參與，表達民間聲音，並促成不同程

度制度改革的議題。 

1997 年由「自然之友」建構的「保護青海藏羚羊議題」，被認為

是中國環保 NGO 進入公共議程的第一個重大戰役，從此環保 NGO 跨

越了原來在小範圍內開展環境教育的活動形式。可以說，正是得益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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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平臺上的公共表達，環保 NGO 開始具備了與國家進行互動的機制

與能力——中國的環保 NGO 雖然沒有採取西方環保運動者遊行、集

會、開展海報宣傳等訴求方式，但它也能夠對國家的公共政策產生影

響。根據議題涉及的維度和制度指向的不同，本研究把由中國環保

NGO 發起並形成政策影響的主要媒體議題歸為三類：2 

表一：主要的環保 NGO 議題 

議題類別 主要議題 

保護生物多樣性的議題 「保護滇金絲猴」議題（1996 年） 
「保護藏羚羊」議題（1997 年） 
「保護四川大熊貓」議題（1998 年） 

對抗利益集團破壞環境的

議題 
「禁止川西砍伐天然林」議題（1998 年） 
反對木格措、虎跳峽、怒江等江河建壩議題（

2003 年起） 
「反對 APP 雲南毀林」議題 3（2004 年） 
「反對轉基因稻米」議題（2004 年） 

倡議公眾參與、公眾維權

，並指向制度改革的議題

「反對北京動物園動遷」議題（2004 年） 
「反對圓明園鋪蓋防滲膜」議題（2005 年） 
「反對林業部出售狩獵權」議題（2006 年） 

 

從三個維度的媒體議題來看，其政治意味和制度指向有逐步深入的

趨勢。第一個層次的媒體議題主要涉及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這類議題

往往容易得到呈現；到了第二層次，環保 NGO 議題在本質上介入深層

次的利益格局中，於是很多活動也就具有了更多的對抗性；而到了第三

個層面，環保 NGO 議題更加側重進行公眾動員，以及對政府進行監督

和政策宣導。可以說，環保 NGO 議題由低到高層次逐步發展，其政

治、社會影響力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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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系列議題中，「反對怒江建壩議題」是一個重要的案例。首

先，這個議題雖然屬於以上提及的第二個層次的議題，但議題牽涉到強

大的利益集團與背後的地方政府力量，因此表現了 NGO 與權力機關形

成「對抗」的情景；其次，在 2003 年以來的一系列江河開發大爭論

中，這是一個關注度最高的事件，而且，草根 NGO 通過在媒體平臺上

建構議題，形成輿論風暴，暫時停止了工程進展，充分呈現了市民社會

的力量；再其次，該議題從 2003 年持續至今，不同角色之間的爭奪也

非常激烈，因此成為了觀察媒體市民社會運作機制的合適案例。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採用了「深度訪談」與「參與式觀察」等

方法。在具體的操作中，筆者對議題所涉及到的 NGO 的創辦人、NGO

媒體策略實施者、以及從事 NGO 議題報導的記者進行了深度訪談，此

外，筆者更多次參與 NGO 的論壇、活動，體會它們在議題中所運用的

媒體策略。本文也對《人民日報》、《南方週末》、《中國青年報》、

《南風窗》、《中國新聞週刊》等媒體的相關報導進行分析，它們在議

題中表現較為活躍。對於相關報導，本文採取了「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的方法。 

肆、「媒體市民社會」的運作機制 

「反對怒江建壩議題」開始於 2003 年 7 月《雲南日報》的一篇報

導，報導稱，有一個公私合營的集團要在怒江上建造 13 座大壩。該規

劃設計裝機容量超過 2,100 萬千瓦，超過了三峽水利樞紐工程 1,820 萬

千瓦的設計水準。4 報導指出，如果獲得通過的話，該工程將在 2003 年

9 月開始啟動。這一篇報導拉開了議題的序幕。 

在「怒江議題」中，兩個民間環保 NGO 的工作尤其突出，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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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曉剛創辦的雲南「綠色流域」，5 以及汪永晨在北京創辦的「綠家園

志願者」，他們構成了「反壩派」的一方；而地方政府、電力公司等則

構成了「建壩派」的核心力量。各方力量的互動，展現了民間聲音發展

成為政策議題的過程，也構成了「媒體市民社會」的運作機制。 

一、NGO 的媒體策略運用 

在媒體與公共政策的研究中，議題宣導者的媒體策略運用，並非一

個理論重點。但觀察中國的市民社會議程，卻會發現這往往是社會組織

／社會民眾影響公共政策的一個重要步驟。在怒江議題當中，于曉剛和

汪永晨等 NGO 人士就使用了一系列媒體策略： 

（一）發動媒體網路，為媒體提供資訊補貼 6 

2003 年 9 月 3 日，「綠家園志願者」的創辦人汪永晨聯絡多位學

者，在國家環保總局主持召開的論證會上，對怒江建壩提出了抗議。汪

永晨還發動經常參加「環境記者沙龍」的十幾家媒體的記者參加了會

議，將專家們反壩的聲音通過各大主流媒體傳向社會。「北京會議」日

後被稱為「打響了怒江保衛戰的第一槍」。 

「環境記者沙龍」由汪永晨的「綠家園志願者」和《中國青年報》

記者張可佳的「綠島」組織共同舉辦，主要向環境領域的記者傳達相關

資訊和新聞線索，有時候也圍繞某個議題的報導策略展開討論。隨著幾

年的積累，「環境記者沙龍」已經建立了一個比較穩定的媒體網路，來

自不同媒體的幾十位記者經常參加活動。事實上，很多環保 NGO 議題

的發展，都得益於「環境記者沙龍」的關注，怒江議題的發起也是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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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波報導之後，「綠家園志願者」和「綠色流域」又於 2004

年 2 月 16 日至 24 日組織多家全國的媒體到怒江進行採訪考察。這樣的

工作，為媒體對於怒江議題的報導提供了資訊補貼，有利於記者展開報

導。隨後，大批關於怒江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的報導出現在媒體

上，再次表達了媒體與 NGO 反對建壩的相近立場。這些報導向政策體

系輸入了民間訴求，但此時官方尚未作出回應。 

（二）接受媒體採訪，成為訊息源 

事件的發展，很快得到一些具有精英意識的媒體的關注，它們主動

找到 NGO 人士作為報導訊息源。2003 年 12 月底，于曉剛接受了中央

電視臺【新聞調查】欄目的採訪。該節目在兩會期間播出，引起強烈反

響。到了 2004 年 9 月，于曉剛又接受《南方週末》訪問，討論如何讓

移民維權更加理性的問題，其中也涉及到了怒江建壩和虎跳峽建壩議

題。由於在這些非常有影響力的媒體報導中扮演主動的訊息源角色，

NGO 的理性聲音也就到了廣泛傳播，因此，NGO 就可能在議題的「意

義爭奪」中佔據有利位置。 

（三）進行國際動員，拓展議題的政治機會，並引起國際

媒體關注 

2003 年 12 月，「世界河流與人民反壩會議」在泰國舉行，「綠色

流域」、「綠家園志願者」和「自然之友」也參與其中，它們共同在大

會上呼籲保護怒江。最終中國環保 NGO 和另外來自 60 多個國家的 80

個 NGO 以大會的名義聯合為保護怒江簽名。聯合簽名書遞交聯合國教

科文組織，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回信，稱其要「關注怒江」。 

2004 年 3 月底，「綠家園志願者」等組織參加在韓國濟州島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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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五屆聯合國公民社會論壇。會上，「綠家園志願者」代表作了「情

系怒江」的專題講演。會議期間，各國代表紛紛簽名表示支持保留中國

最後的生態江河怒江。 

類似這樣的國際動員行為，為 NGO 的反壩行動尋求了更廣泛的同

盟，增強了表達訴求的權威性，也因此拓展了議題的政治機會。更為重

要的是，議題逐漸得到國際媒體的關注，僅《紐約時報》就兩次用主要

版面記錄有關怒江建壩之爭的文章。此外，法國《世界報》、日本《朝

日新聞》等國際主流媒體也對中國西部江河開發與可持續發展之爭做了

長篇報導。這些國際媒體的報導從某種程度上構成了國際壓力，並對於

中國政府的決策產生影響。 

（四）建設專題網站，促進議題傳播 

2004 年 3 月 14 日是世界江河日，NGO 們製作出了「情系怒江」中

英文網站。網站提供各種關於怒江建壩的最新動態，刊登了大量怒江攝

影圖片，以此吸引更多民眾的關注，也為記者報導該議題提供相關的資

訊支援。網站還刊發了大量的記者對怒江民眾的訪談，以及國內外各種

關於江河建壩的爭議，這些內容，傳遞出了當地民眾的聲音，豐富了議

題的內涵，因此也推動了議題的傳播。另外，「綠家園志願者」還設立

了《綠家園每日江河資訊》郵件組，每天給數百位記者發送與中國江河

相關的環境新聞，吸引他們對這個議題領域保持關注。 

二、合法化框架形成 

在得到媒體關注之後，社會組織／社會民眾也要注意使用「可能得

到制度認可的方式進行意見表達，以避免這種行為被國家制度或者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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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異端」（Gamson & Modigliani, 1989）。也就是說，它們必須爲自

己的反對論述，尋找「合法化框架」（legitimating frame）。在中國現

有的制度架構下，市民社會議程得以形成，更是與「合法化框架」的使

用密切相關。 

在接受媒體訪問的過程中，參與議題的兩個民間環保 NGO—雲南

「綠色流域」和北京「綠家園志願者」—有意識地把自己的訴求進行了

合法化，援引了大量的國家話語和國際案例，作為表達的依據。經過收

集、分析兩家 NGO 接受《南方週末》、《中國青年報》、《南方都市

報》、《中國新聞週刊》等媒體採訪時的話語表達，我們發現，環保

NGO 所使用的合法化框架包括程序正義、國家利益、國際規則以及環

境正義等四類，7 而每一類框架，又包含了不同的論述。 

（一）程序正義框架 

論述 1：政治文明和程序正義 

「我國正走向政治文明，在重大的決策中，要讓老百姓知情和參

與。這是可持續發展的路子，也是中央大力提倡的。我們相信地方政府

遲早會理解的。」 

論述 2：資訊公開和民眾參與 

「政府的宣傳應該把一切有關水壩的事實告訴群眾，包括負面的東

西，要給他們更多的資訊，給他們更多的時間討論，去衡量一下他們的

好處究竟在哪裡。受影響的群眾應該能夠參與到大壩修建的不同的過程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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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利益框架 

論述 3：國家安全 

「怒江作為目前我國僅存的兩條原始生態江河之一，應從國家生態

安全長期目標出發，將其作為一條生態江予以保留，不予開發。」 

論述 4：地方政府和企業可能傷害國家利益 

「從電廠的利益來說，他們是賺錢了，但企業掙錢不等於國家獲

益，特別是對庫區老百姓幾乎沒有起到多大作用。」 

（三）、國際規則框架 

論述 5：國際壓力 

「怒江開發涉及到國際關係，流域開發應該有一種系統的思想。任

何單向的開發都必須符合綜合流域開發的規劃。這條原則也被聯合國稱

為流域外交。另外，三江並流自 2003 年被列入《世界遺產名錄》後，

開發可能將三江並流列入瀕危遺產名錄之中。」 

論述 6：國際先進經驗 

「國際上反壩的聲音越來越強，更多的國際環保志願者，環保人士

開始覺醒了，在這個過程中，他們更多注意的是生態的作用，動物的作

用。因此我們也應該注意。」 

（四）環境正義框架 

論述 7：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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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們只注重工程的眼前效益，但是不考慮工程對於生態環境

與文化遺産的破壞。這是不利於可持續發展的。」 

論述 8：保護生態、敬畏自然 

「中國人有很多很多的信仰，應該呼籲我們崇拜自然的時候已經到

了。跟自然共存，跟人和平共存。」 

從相關的媒體報導來看，這些合法化框架的靈活使用，幫助草根

NGO 和議題避免被貼上「敏感」與「負面」的標籤，這使得議題的展

開也不至於在初期就遇到很大的阻力，而 NGO 也可能成為議題主要的

「定義者」（primary definer）。事實上，在環保 NGO 參與的一系列議

題當中，我們都可以發現這些合法化框架的使用。 

三、「媒體共鳴」 

學者們研究發現，由於精英媒體或全國性媒體常扮演著「意見領袖

媒體」的角色，因此它們所使用的報導框架以及訊息源，可能影響到整

個媒介體系對於議題的報導。這一現象被稱為「媒體共鳴」（Noelle-

Newmann & Mathes, 1987）。「媒體共鳴」，往往能夠让議題凝聚起公

眾輿論的關注，迫使決策者調整政策取向。 

在怒江議題中，環保 NGO 的呼籲很快引起了媒體對於議題的關

注，相關的內容開始以較大篇幅出現在媒體之上。根據不完全統計，從

2003 年 8 月到 2004 年 9 月，僅中央和國家級的中外報刊雜誌、廣播、

電視媒體就有近百家；相關內容有上百篇。8 而地方性的媒體也有很多

報導。 

本文將中國的報刊分類爲傳統黨報、市場化傾向報刊、專業主義傾

向報刊和行業報刊等四類，並發現不同類型的媒體對於議題的報導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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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作為傳統黨報的代表，《人民日報》發表了一些支援建壩的報

導，比如，〈雲南啓動「三江」水電資源開發〉（人民日報，2003 年 7

月 25 日），〈怒江中下游開發水電〉（人民日報，2003 年 9 月 2

日），〈中國水電建設何去何從〉（人民日報，2004 年 11 月 1 日）；

它也刊登了呼籲建壩需要謹慎的報導，比如〈為子孫保留一條生態江〉

（人民日報，2003 年 9 月 11 日），以及〈水電開發莫忘環境保護〉（

人民日報，2003 年 9 月 19 日）。由此可以看到，《人民日報》在這個

議題上所出現的意識形態的混亂，或者說，《人民日報》的不同板塊承

擔了完全不同的職能，有時候彼此分裂。 

而真正在議題當中表現活躍的是一些具有專業主義傾向的媒體，9

比如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欄目、《南方週末》、《中國青年報》和

《南風窗》等全國性媒體。以《中國青年報》為例，它總共發表關於怒

江議題的報導和評論 23 篇。在相關報導中，《中國青年報》明顯更多

將反對建壩的專家和 NGO 人士作為訊息源。比如，〈怒江水壩計畫遭

遇反對聲〉（中國青年報，2003 年 8 月 19 日），〈最後的生態河流上

要修 13 道壩 眾多專家棒喝怒江開發〉（中國青年報，2003 年 9 月 5

日）等報導，都是如此。在報導和評論文章的框架使用上，《中國青年

報》主要使用了「環境正義」和「國際規則」框架，少部分則使用了

「程序正義」、「不負責任政府」框架。這些框架的使用，和 NGO 人

士接受訪談時設定的方向非常相近。 

可以說，這些具有專業主義傾向的媒體，大多發揮了自身的能動

性，採用了對 NGO 較為有利的新聞生產方式，在訊息源引用和框架使

用上都表現出「民間立場」，並對工程採取批評態度。由於它們也是整

個媒介體系中的「意見領袖」，它們對於議題的報導和評論方式，也對

其他媒體產生了影響。因此，不同類型的媒體逐漸形成「媒體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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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推動議題高峰期到來，引起社會對於議題的廣泛關注。而且，公眾輿

論也傾向於支持 NGO「反對建壩」的訴求。 

四、問題界定 

越來越多的學者認為，一個公共議題的意義是「構建出來的」，那

麼，在一個市民社會議程當中，行動者如何建構議題的意義，凸顯現狀

的不公與形勢的迫切，並明確問題的責任歸屬，從而渲染議題的「天然

正義」色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Klandermans, 1997; Snow & Ben-

ford, 1992）。而「意義建構」的一種重要策略，就是對於社會問題進行

界定。 

在怒江議題中，NGO 和媒體對於問題的界定有一個演變的過程。

在初期，NGO 凸顯大壩建設對於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的破壞，報

刊上也出現不少對於當地生態環境的報道，強調怒江是「最後的生態河

流」。這個階段的新聞故事帶有明顯的煽情色彩，未有形成批評性的論

述。 

而在第二個階段，隨著媒體對於議題的關注增多，NGO 開始在議

題當中將責任和過錯歸於特定的對象，以形成社會運動者和責任方之間

鮮明對峙的局面。在這個階段，我們見到媒體聚焦於議題背後的利益關

係，並進而界定問題的責任歸屬。由此，電力企業、地方政府便首先遭

到質疑，成為環保 NGO 和媒體的問責對象。此時的媒體報導，也逐漸

把議題定義為一場利益博弈。《經濟觀察報》、《中國新聞週刊》、

《南方都市報》和《青年參考》的報導都表現出這個特點。10 

通過強調大壩建設背後的利益格局，以及利益集團對於公共利益的

破壞，NGO 和媒體塑造出一個「不公義」的「他們」的形象，並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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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我們」（NGO 和普通民眾）的對立面。這一對立衝突的故事，

是「問題界定」的結果，這既可以喚起民眾的警覺，並為民間聲音定下

「合法」、「正義」的基調；也塑造了弱小 NGO 與強大利益集團對峙

的悲情形象，為議題的發展爭取更大範圍的民意支持。《經濟雜誌》

2004 年 5 月 20 日的封面報導〈怒江的民間保衛戰〉，就是此一故事版

本的一個集中表現。 

在後期，議題又逐漸凸顯大壩建設在決策程序和公眾參與方面所存

在的問題，開始呼籲程序的正義。這些具有理性色彩的批評論述，主要

來自於接受媒體訪問的專家，以及給報社撰寫評論文章的意見領袖等，

它們輪番出現在媒體的日常報道和公共論壇版面上，推動了議題的發

展，也給利益集團帶來壓力。而所有這些關於「問題界定」的論述，都

在強調國家權威的話語基調之中展開，因此，NGO 和媒體對於制度的

批評也就具有了「意識形態合法性」。 

當然，電力企業和地方政府也通過各種地方媒體和行業媒體展開

「框架爭奪」，並最終在媒體平臺上與「反壩派」形成了一場大爭論，

但相對來說，利益集團的這些努力，對於全國性媒體、尤其專業主義傾

向的媒體還是影響不大。 

五、民意塑造 

在 NGO 議題影響政策議題的過程中，「民意塑造」也起到了重要

作用。關注議題的民眾到底有多少，其實是決策者判斷應不應該將議題

確定為政策議程的關鍵因素。按照學者的研究，在一個議題當中，關注

者永遠會有所謂「關切的民眾」和「一般大眾」之分，前者對公共議題

不僅十分關心，而且相當瞭解；後者是大多數人，他們對多數公共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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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意力往往是短暫的；如果少數人關心的議題變為相當多人關切的公

共議程，則決策者就會面臨巨大的壓力，而媒體議程也就極可能變為政

策議程（Cobb & Elder, 1975: 107-108；轉引自王紹光，2008: 49）。順

著這一個邏輯，我們必須追問，在當代中國的輿論環境中，NGO 和媒

體是如何將大眾捲入議題之中，從而塑造出「民意景觀」的？ 

第一，NGO 致力於動員與議題關係密切的民眾表達聲音。從 2003

年 10 月開始，「綠色流域」就多次帶領怒江邊的村民開展對瀾滄江的

訪問與考察。這種直接參觀的方式，讓怒江村民有機會看到建壩對於村

莊和社區的毀滅性打擊。與此同時，「綠色流域」幫助一些村民代表參

加一些重要的國際會議，村民代表們終於有機會和政府官員們、電力公

司高管、國內以及國外專家交換意見。這種「受難者」的權益表達吸引

了國內外很多媒體的關注，他們的聲音由此傳達給了更多民眾。 

第二，突顯議題的煽情性，從而激發受眾的「情感捲入」。2004

年初，NGO 人士、媒體記者和當地民眾將在怒江拍攝的照片，以「情

系怒江」為名在北京、廣州、上海等地巡迴展出，喚起大批城市民眾對

於大自然的關注。另外，NGO 和媒體從一開始就強調怒江是「最後一

條生態河」、「最後一條處女江」，這也為「反對怒江建壩」議題獲得

情感認同，推動更多民眾參與議題。 

第三，另一種讓民眾情感捲入的邏輯則是 Beck（1996）提到的

「風險社會」的構造。因為隨著經濟改革和科技的發展，各種環境災

難、食品中毒和流行疾病，也時有發作，使得民眾越來越意識到現代化

發展中的不確定因素。在本文所分析的議題當中，可以看到媒體提供各

種資料和國際經驗，以「具象化」地說明建壩存在著較高「風險」。這

也會讓民眾感覺到參與議題的必要。 

第四，中國媒體在新聞實踐當中，會有意引用一部分對於議題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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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的民間人士作為訊息源，並以「讀者來信」、「專家言論」、「眾

論」、「網路意見」等方式直接刊發民眾意見，從而形成議題具有了民

意普遍關切的「景觀」（李豔紅，2006）。與此同時，媒體也常在報道

和評論中賦予關切議題的民衆以「環保主義者」、「現代公民」等稱

呼，這其實也是一個民意塑造的過程，因為當民眾發現有更多與自己身

份相仿的人參與其中，他們就會產生一種「集體身份」，覺得自己的表

達是合法的，並且是衆多民衆當中的一員。 

所有這些民意塑造的機制，都在影響民眾對於議題的情感認同，並

把更多的「一般大眾」轉變為「關切的民眾」。隨著關切議題的民眾越

來越多，他們就可能通過網路、大眾媒體等平臺表達自己的聲音和情

绪，從而使決策者意識到民意的壓力。而另一方面，媒體通過報道和評

論表達出自己的政治認同和態度傾向，將會直接對公共政策形成影響。

尤其在當下的中國，並沒有使用民調等方式瞭解公衆面對重大公共議題

時的態度，因此媒體的表達，就成爲衡量民意偏向的重要指標。加之，

媒體仍然具有「黨的喉舌」角色，它們塑造出來的主流民意的景觀，更

會成爲政策體系決策時的參考。 

六、外部壓力型議程形成和「政策窗開啟」 

早在 1976 年，學者 Cobb 和他的合作者就將政策議程設置劃分為三

個模式，即外壓模式、動員模式和內參模式（Cobb, Ross & Ross, 

1976）。受到 Cobb 的啟發，學者王紹光（2008）根據中國的現實，將

這三種模式作了進一步細分，區分出六種政策議程的模式，分別為由決

策者建構議題的關門模式、動員模式；由智囊團建構議題的內參模式、

借力模式；還有由民間設定議題的上書模式和外壓模式等。而本文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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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民眾議題／NGO 議題成為政策議題的過程，屬於其中建構中國公

共政策的外部壓力型模式的邏輯。 

在怒江議題中，媒體不僅通過各種方式表達了 NGO 人士和民眾的

訴求，形成民意的「景觀」和批評性論述，它同時還通過採訪相關的各

級政府官員、追問相關利益團體等方式，將公共輿論的壓力，直接輸入

政治體系當中，促成民間力量與國家之間的互動。而政府部門的有關回

應，又再次被置於媒體的聚光燈之下，成爲公共討論的焦點，並接受民

眾的評論。因此，這些部門的表態也就必須面臨民意的監督。可以說，

媒體是一個重要的仲介，它將民眾的訴求和壓力輸入到政治體系中，並

推動政治體系輸出新的公共政策。這正是媒體推動外部壓力型議程的本

質。 

一般來說，外部壓力型議程的形成，與媒體平臺上的焦點事件（

focusing events）密切相關：焦點事件推動公共輿論和民間話語的發

展，給決策者帶來巨大的社會壓力，因而促使決策者改變自身的議程。

怒 江 議 題 就 是 這 樣 一 個 焦 點 事 件 ， 它 推 動 了 「 政 策 窗 」 （ policy 

window）的開啟，最終決策者將其納入自身議程之中。2004 年 2 月中

旬，國務院總理溫家寶在發改委上報國務院的《怒江中下游水電規劃報

告》上親筆批示，明確表示對存在環保爭議的工程要慎重上馬，從而使

怒江水電工程擱淺。這個中央表態在各種媒體上廣爲傳播，被當做中央

政府重視民意表達的一個典範。之後，雖然各方力量都嘗試遊說中央，

但該工程未有正式重新啓動。2009 年年初，溫家寶總理再次要求對該

工程進行更細緻的環境評估以便進行科學決策。11 可以說，民間聲音經

過媒體平臺的發酵，終於發展成爲政策議程，而政府的決策，與媒體對

於議題的報道偏向較爲一致。這在中國的 NGO 發展與民間抗議的歷史

上，具有標誌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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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討論 

一、另類的市民社會 

通過對於議題的分析，我們發現，市民社會議程在中國的出現和運

作，說明社會力量影響政策議程的空間正在形成。但這一市民社會狀

態，並不表現為完全享有自治權的社會組織與完全自由的民意表達，而

是由社會組織／社會民眾通過與扮演「黨的喉舌」角色的媒體形成密切

的互動關係，建構一些承載了社會表達和公共論辯的議題，進而表達自

己的聲音並影響國家的政策議程。這構成了在轉型期「全能國家」中的

一種特殊的社會表達機制，它不斷地在環境保護、性別解放、公共衛

生、社區發展等政治風險較低的媒體議題領域發揮作用。 

事實上，越來越多的社會組織已經意識到這個表達機制，並努力培

育自己的媒體網路，推動公共議題的發展。由此，它們也不再小心翼翼

地局限於國家的制度限制之下，而是表現出一定的對抗性，主動參與到

對於公共政策的建構和討論之中。除了本文提到的兩個草根環保

NGO，中國正在出現一些以政策宣導為主要工作方向的 NGO，它們更

加依賴通過媒體平臺進行輿論動員，比如綠色和平組織就是如此。 

而在 2007 年前後，隨著媒體越發關注民眾議程，以及民眾越來越

習慣於通過互聯網與手機等新技術討論和參與到公共事件中，我們開始

看到一系列涉及民眾公共生活安全的議題進入到網路媒體平臺，繼而發

展成為傳統媒體上有影響力的公共議程，並最終在不同程度上改變了政

策議程。在其中，廈門民眾成功迫使 PX 專案遷址，上海社區居民迫使

滬杭磁懸浮列車停建是最有代表性的議題。可以說，在新的媒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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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市民社會議程的出現變得更爲頻繁，影響力也在增加。而這些議程

的發展也基本依照本文所「描述」的邏輯過程展開。 

如果放在中國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展開思考，我們就會發現，這些

市民社會議程及其帶來的民間力量對於公共政策的能動影響，呈現了公

共參與和公民社會在後毛時代興起的邏輯。在這裡，媒體成為了一種制

度性的政治參與的管道，它爲公共利益的表達提供了空間，賦予了公眾

的反對性論述以一定程度的合法性，也推動政府對於民意的回應。因

此，可以說，本論文在一定程度上也說明，在民主機制尚未真正出現的

制度背景之下，社會組織和社會民眾已經通過某些媒體議題形成公共表

達，並與國家發生互動。媒體正在成爲中國市民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平

臺。這是一種與西方社會不同的、帶有中國特色的市民社會實踐狀態，

我們也可以將其理解為中國從傳統管理體制過渡到現代治理結構過程中

的一個突破口。 

二、「媒體市民社會」為何形成 

如果說，「媒體市民社會」對於民間力量的發展如此重要，那麼，

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何處於轉型期的 NGO 與媒體之間會形成這樣

一種「媒體市民社會」機制？為何 NGO 如此依賴媒體，而媒體則在新

聞生產中選擇了對 NGO 更為有利的方式？ 

從宏觀層面看，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處在不

斷的調整當中，總的趨勢是國家逐漸從一些社會領域當中退出，而社會

組織/民間力量則努力爭取自己的合法性以及拓展自己的表達空間。在

現有的環境當中，社會組織最可能借助的力量就是具有體制身份的媒

體，如果它們得到了媒體的報導，在某種程度上，就意味著被國家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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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具有了社會的合法性；與此同時，媒體則以另外一種不同的邏輯在

尋找自己的獨立性。一直以來，中國媒體都是國家機器當中重要的一個

組成部分，但是隨著國家的逐漸退出和市場因素的推進，媒體的自覺意

識也在發育。這個時候，媒體需要一種報導的載體，以表達一種與政府

不同的聲音，並逐漸展開自己的角色轉換。NGO 就符合了媒體承擔

「社會喉舌」角色的希望。12 這一結構性的基礎，正是「媒體市民社

會」機制之所以形成的一個宏觀原因。我們可以用圖表顯示如下： 

 

 

 

 

 

 

 

 

 

 

圖一：「國家－社會」關係轉型背景下的「媒體市民社會」 

 

在中觀層面，「媒體市民社會」機制的形成，可以使用「場域」理

論進行解釋。Guobin Yang（2005）曾經用這個理論闡釋環保 NGO 與其

他若干場域（如社會企業家、互聯網、媒體、國際 NGO 等）之間形成

互動的合理性，他指出在中國目前的狀況下，政治場域處於絕對的統領

位置，其他的場域都是弱勢地位，因而處於弱勢位置的場域就會形成聯

盟關係，以謀求脫離於政治場域的獨立性。而且，這些場域之間的聯

盟，將逐漸迫使政治場域受到限制，改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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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環保 NGO 的體制場域（引自 Yang, 2005: 49） 

 

如圖二所示，NGO 和媒體都處於體制上的弱勢位置，面臨國家無

微不至的管制，也都在為拓展自己的運作空間而努力，因此不同場域之

間可能形成聯盟。這就是「媒體市民社會」形成的中觀體制基礎。 

在微觀層面，「媒體市民社會」的形成，既與 NGO 所採取的各種

媒體策略有關，也得益於媒體在市場化改革和專業主義興起之後形成的

新聞實踐方式的拓展。前者主要指 NGO 的媒體網路建構、媒體近用策

略和框架設定等；後者則指媒體在訊息源引用和框架使用上的民間立

場。事實上，這些微觀機制，在本文分析議題時候，已經作出闡述。 

政治場域 

環保 NGO 及其他 NGO 

媒體 國際 NGO 互聯網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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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形成「媒體市民社會」的宏觀、中觀和微觀機制 

 

在以上分析的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的因素中，正是轉變中的

「國家－社會」關係作為宏觀背景的存在，產生了中觀的「場域相近」

的關係，以及微觀層面上的能動者策略運作。這樣一來，我們可以說，

轉變中的「國家－社會」關係，正是促成了這一「媒體市民社會」機制

形成的關鍵因素。這也是中國的媒體與社會運動組織關係形態與西方國

家之所以不同的根源所在。也許我們還可以做進一步闡述：處在轉型期

的「國家－社會」關係，比較可能推動媒體與社會組織的互相依賴、協

作互動的關係，而在成熟的「國家－社會」關係下，媒體往往表現更為

保守，並傾向於邊緣化社會組織的訴求。而這也是觀察不同國家中媒體

與社會組織關係的一個重要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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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體市民社會」的潛力 

在現有的制度架構下，「媒體市民社會」表現出了一系列的潛力： 

（一）市民社會議程與公民文化的發展 

在中國，我們從來缺乏對於傳統政治的參與，長此以往，人們逐漸

對於直接參與傳統政治的可能性失去了信心。但是隨著經濟轉型與消費

社會的發展，一些與個人生活相關的議題和主題得到了發展，比如消費

民主、環境保護、民間教育發展、信仰自由、公共衛生革命、婦女運

動、同性戀運動等。在這些領域，人們開始有了參與公共事務的可能。 

這種「生活形態政治」（lifestyle politics）在當代中國的興起，和

媒介的作用密切相關，它們多透過媒體平臺表達訴求和展開公共論辯。

在本文所分析的議題當中，人們通過媒體瞭解一項環境工程的興與廢，

對其發表自己的看法，並可能在一定程度得到政府部門的回應或者直接

影響了政策議程。這實際上成為了中國「公共參與」的一個出口。 

而通過一系列媒體上公共論辯的練習，人們逐漸變成了有知情權的

民眾（informed citizen），也培養了對於公共事務的理性知識，以及對

於公共政策的負責任態度。在現實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這種公共論辯就

可能轉入到現實世界當中（Yang, 2005）。比如在「怒江議題」中，就

由 NGO 舉辦了多次模擬聽證會。因此，媒體平臺上的這些市民社會議

題，與現實世界當中各種各樣的「項目聽證」，一起培養了“公民文

化＂的發展，刺激了公共空間在中國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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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話語運動形成 

事實上，接連不斷形成的 NGO 議題和由城市民眾推動的民間議

題，也可以定義為一場對於制度和政策提出批評的話語運動。話語運動

之所以重要，首先就是因為它增加了 NGO 議題／民間議題的能見度，

使其在媒介體系和社會系統當中具有合法性，這使得 NGO 和普通民眾

更容易獲得媒介近用權，它們的論述也更容易進入到媒介平臺之中。 

其次，話語運動通過對於某一類議題的反復闡釋，形成了一套主流

話語（李豔紅，2000）。在這套話語中，環保 NGO 以及它們的志願者

往往被中國媒體定義為一種新生力量，它們不僅要對抗力量強大的利益

集團和某些不顧公共利益的地方政府，還要受制於體制上和資源上的諸

多限制。這一基本話語成為許多媒體報導環保議題時候的主流論述。 

再次，學者的研究還指出，話語運動幫助形成一種運動的社會身

份。這不僅作用於某個 NGO，而且有助於確定整個環保運動的集體認

同（collective identity）（許傳陽，1997）。雖然在現實世界中，環保

NGO／城市大眾的行動是分散而斷裂的，但在媒體論述當中，它們仿佛

形成了同一的身份以及共同的訴求，因此也就具有更大的影響力。 

（三）重構 NGO 和政府的關係 

在本文的分析中，我們發現媒體作為重要的政治資源，正在擴展

NGO 的活動空間，並重構 NGO 和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因此，一種更

加活躍、更具挑戰性的市民社會運作方式開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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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體市民社會」的限制 

「媒體市民社會」這一概念，揭示出當代中國的社會與國家進行對

話的機制和潛力；但另一方面，在現有的空間下，媒體成為了一種太過

重要的社會表達方式，也必將帶來自身的限制： 

（一）來自國家的限制 

民間議題對於實際政策的約束依然乏力。比如在本文所分析的「怒

江建壩」議題中，媒體輪番的報導，也只是使得大壩工程暫時平息，但

之後各種「重新上馬」的動議不絕於耳。也就是說，這樣一個通過媒體

作為「表達平臺」的市民社會存在著很多的限制，它是否得到國家的回

應或者被納入政策議程當中，仍然在很大程度上取決於國家的自覺回

應。 

而且，在 NGO／城市民眾建構的議題涉及到較為重大的利益集團

時，國家甚至可能用一紙禁令，對議題的發展進行行政干預，一旦這種

情況發生，繼續報導議題的空間就被剝奪了，媒體只好等待合適的報導

議題的時機，或者寫作一些「內參」，13 通過體制內的管道傳達社會的

訴求。 

另外，目前來看，能夠在媒體上進行「社會表達」的議題依然集中

在消費民主、環保和性別解放等領域，而一些挑戰性更強的議題領域，

就難以進入「媒體市民社會」的空間。加之，這些議題都是在一種強調

「中央權威」的話語當中展開，因而這些議題的發展，在形成社會表達

的同時，也突顯了「國家」（中央）對於「社會」的援助，而不是突顯

這兩種力量之間的平等對話。所以，NGO 議題／民間議題雖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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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作用，但卻不能過分高估其對於國家權威的制約作用。 

（二）來自 NGO 的限制 

這一「媒體市民社會」機制，也面臨許多來自 NGO 自身的限制。

第一，由於過分依賴於媒體平臺上的互動，意味著 NGO 會面臨目標分

散的困境。它們既要做好日常工作，又要投入大量精力與媒體互動，構

建媒體議題。這樣就導致很多 NGO 在發展自身能力方面的力量反而不

足。與此緊密相關的是，在和媒體互動的過程中，通常情況下只有那些

合法性程度比較高、財務狀況好、國際化程度高的 NGO 才比較有建構

議題的可能，而一些資源不足的組織，則因為缺乏吸引媒體關注的能

力，而完全被邊緣化了。 

第二，NGO 從一開始就有所分類，有的集中於社區的培育，有的

關注理論性的研究，有的則著重進行政策宣導。分工的不同，也就自然

區別了它們與媒體的關係。但在這樣的一種氛圍下，所有 NGO 都期待

得到媒體的報導，它們在選擇議題上，就會較多考慮媒體的興趣和取

向，而一些可能得不到關注的議題和行為，就得不到發展。這其實影響

了 NGO 的專業化進程，影響 NGO 的多樣性發展。 

第三，如同 Gitlin（1980）和孫秀蕙（1994）所指出的那樣，在

NGO 資源匱乏而過分依賴傳媒的時候，組織往往容易因為媒體的聚光

效應走向誇張化，或是陷入新奇與儀式的雙重困局，因而偏離了行動主

題。這已經是引起學者們普遍關注的問題，同樣足以引起中國 NGO 的

警惕。 

（三）來自媒體的限制 

首先，媒體同時承擔「黨的喉舌」以及「社會喉舌」的雙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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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能對於「媒體市民社會」機制形成限制。這兩重角色之間，有時候

是相互矛盾的，取決於在具體的議題當中這兩種制度性身份是否衝突（

Chen, 2003）。當議題對於現有制度的衝擊比較大，媒體則只能扮演

「黨的喉舌」角色，比如在「反對怒江建壩議題」中，國家有關部門在

後期發佈了媒體禁令，這個時候媒體只能停止了所有對於該議題的報

導。 

其次，當「社會表達」與媒體的市場角色形成衝突時，也有可能被

邊緣化。比如在議題中，《人民日報》就曾刊登〈中國水電建設何去何

從〉文章，通篇只有中國電力企業聯合會某副理事長一個訊息源。看起

來更像是一個企業公關稿件。所以，媒體的市場利益也影響了「媒體市

民社會」的作用。更加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媒體當中，已經出現以

「環境新聞缺乏市場效應」為藉口，關閉了環保版面的情況，《中國青

年報》編輯張可佳所在的「綠版」就遭遇這一厄運。 

再其次，媒體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傾向，那就是為被報導者貼標

籤。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之內，它們給環保 NGO 貼上了諸如「環保志願

者」、「環保團體」等標籤，這是非常友好的稱呼。但在「怒江議題」

的後期，一些媒體給環保 NGO 貼上了「激進環保主義者」的標籤，對

於組織來說，這是一種危險的傾向。負面的「標籤化」可能是一個運動

逐漸被瓦解的開始。但問題是，過分依賴於媒體而形成的社會表達，天

然也存在著這樣的風險。 

可以說，在一個市民社會尚未發展成熟的轉型國家中，圍繞媒體形

成的社會表達，成為了市民社會與國家互動的重要方式，使得一些民間

聲音能夠通過公共論辯的方式得到政策回應，但這種並非制度化的表達

機制，又有著很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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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1992 年鄧正來和景躍進合著的〈建構中國市民社會〉被認為是中國市民社會研

究的一個重要開端。另外，張靜主編（1998）的《國家與社會》也是一部重要

著作。 
2 這是一個完全抽樣的表格，涵蓋了幾乎所有重要的中國環保 NGO 議題。 
3 APP 為「金光集團」旗下的亞洲漿紙業有限公司。 
4 黃一琨（2004 年 11 月 20 日）。〈怒江工程再博弈〉，《經濟觀察報》（網路

版 ） ， 網 址 http://www.ce.cn/new_hgjj/guonei/zhbd/200411/20/t20041120_ 
2341653.shtml 

5 「綠色流域」全稱「雲南省大眾流域管理研究及推廣中心」，是于曉剛博士于

2002 年 8 月在雲南省民政廳註冊的，主管單位是雲南省科技廳。 
6 「資訊補貼」（Information Subsidies）的概念最早由傳播學者奧斯卡‧甘地（

Gandy, 1982）提出，在 Gandy 看來，新聞生產過程中訊息源與新聞工作者實際

上是一個價值交換的關係，一方要以低成本製作出新聞，一方要以低成本擴散

自己的資訊，具體做法包括訊息源運用各種公關措施，向新聞單位提供資訊，

或者提供新聞采寫的方便，這就是「資訊補貼」。 
7 本論文主要參考 Jung（1999）研究美國媒體對有毒廢棄物運動所作的框架命

名，他把媒體報導「環境破壞」的框架分為 12 類，包括「信任政府」框架、

「不信任政府」框架、「負責任的企業」框架、「不負責任企業」框架、「理

性組織行動」框架、「衝突」框架、「健康風險」框架、「環境災難」框架、

「處理成本」框架、「環境正義」框架、「漠視環境權」框架、其他。當然，

在本文所分析的議題當中，草根 NGO 也使用了一些新的框架方式。 
8 汪永晨（2008）。〈水資源報道的生態觀〉，《中國記者》，5: 26-28。 
9 專業主義傾向報紙，指的是一些表現出精英意識、民間立場，並且較為強調獨

立發聲的報紙。通常來說，這些媒體也都進行市場化的運作，較為尊重市場規

律，但其報導立場卻不同於純粹市場化傾向報紙那樣直接追求市場效益。本文

有時也稱其為專業主義報紙。 
10 黃一琨（2004 年 11 月 20 日）。〈怒江工程再博弈〉，《經濟觀察報》（網路

版），上網日期：2006 年 7 月 6 日，取自 http://www.ce.cn/new_hgjj/guonei/ 
zhbd/200411/20/t20041120_2341653.shtml 

 唐建光（2004 年 5 月 20 日）。〈誰來決定怒江命運？怒江的水電開發引發爭

論〉，《中國新聞週刊》（網路版），上網日期：2006 年 7 月 6 日，取自

http://news.sina.com.cn/c/2004-05-20/150832853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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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怒江水電站背後的利益之爭〉（2004 年 3 月 16 日），《青年參考》，上網

日 期 ： 2006 年 7 月 6 日 ， 取 自 http://news.sina.com.cn/c/2004-03-16/ 
14093029431.shtml 

11 此消息來自於對筆者 NGO 人士的訪問。 
12 在接受筆者訪問時，《南方週末》記者劉鑒強強調，媒體需要通過 NGO 表達

一種與政府不同的看法。 
13 傳統黨報和精英媒體的「內參」，會直接呈送給高層的領導，因而可能產生一

定作用。當然，這是一個更充滿偶然性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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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of government is increasingly influenced by the rising grassroot voices. An 
important phenomena is that many grassroot agendas built by NGO and ur-
ban residents, eventually turn into policy agendas. Using the theories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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